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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治理思想

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

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

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

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

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

蓄中历久弥新。

中华元典精神

在遥远的“轴心时代”，在黄河之

滨，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创造出灿烂的

文化，孕育出“元典精神”——它作

为中华文明初始基因形塑了这个族群

几千年的发展历程。

冯天瑜教授认为，所谓“元典精

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所

集中体现的原创性精神。“文化元典”

是指人类不同的族群进入其文明的

“青年时期”后所创立的那些最基本的

典籍。文化元典多产生于一个民族的

“青年时期”，凝结着一个民族在过往

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并将其

“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第一次上

升到自觉意识和理性高度，从而规定

着该民族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向。然

后，元典精神又通过民族所独具的语

言、文字、修辞等象征符号，进而将

该民族文化的类型固定下来，并对其

未来走向产生至远至深的影响。“元

典”因其首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

思想的深邃性而成为一个民族垂范久

远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华夏先民在进入商代后，已经在

文字 （如甲骨文）、金属冶炼与应用

（如青铜器） 以及城市文明 （商代不同

时期的都城） 等“文明”的核心指标

上取得了突破。但其尚巫敬鬼的思想

世界，相对于后来对整个华夏文明产

生决定性影响的周人的理念世界，仍

不免显得较为浅陋、原始，故被学者

们称为中华文明的“孩童时代”或

“少年时代”。而自牧野一役，西周建

立，制礼设乐，则不仅奠定了有周一

代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而且在宗

教、伦理、法理等多层面上形塑了此

后两三千年的中国文化。从约公元前

1046 年西周建立到公元前 256 年东周

灭亡，正是这段在时间上略长于雅斯

贝尔斯所论“轴心时代”的 800 年岁

月，孕育出了中华文明的第一批典

籍。它们因在思想哲理上的首创性以

及其他典籍所难以企及的深度与广

度，对汉族的形成，乃至后来不断凝

聚、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都起到了方

向性的指示作用，成为在思想文化上

凝聚万千民众的北斗司南。而在全球

化的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与元

典精神，更是在与世界其他诸文明及

其精神的对话中交融共生。

那么，“中华元典精神”究竟是什

么呢？借用 《易传》 对其做一最洗练

的 概 括 ：“ 天 行 健 ， 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这就是讲奋斗的精神，只有奋斗

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也只有

奋斗的民族才会历经磨难而生生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富

含一种包容的精神。

中华民族内在的多元一体属性决

定了中华文化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由

各民族所共同创立的文化。它与长

江、黄河一样，皆由万千涓流汇聚而

成。在这片幅员辽阔的热土上，在

“轴心时代”及其后 2000 余年历史舞

台的中心，不同的部落、民族、王

朝、仁人志士，都曾联袂登台，展示

过自己的风采。毫不夸张地说，中华

文明的史诗不是哪一个英雄、才子或

族群的独唱，而是中华民族同心奋斗

谱写的大合唱。

交流互鉴 开放包容

这首传承千年的史诗大合唱，体

现了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彰显

了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孕育了

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阐明了中

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

鲜明的价值导向。相较于西方的宗教

精神，中华民族自其元典时代起就表

现出强烈的世俗与入世精神。千年

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追求的是秉

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见识，铁肩担道

义、妙笔著文章，在“此岸”的现实

生活中积极入世。他们千年来孜孜以

求地为老百姓呐喊、奋斗。用宋儒张

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虽历经千年演绎、发展，却万变

不离其宗。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

永恒的精神气质。“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诚哉斯言。中华文明从孩童时代

算起，有5000年悠久历史。在这漫长

的岁月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从不

墨守成规，也不曾躺在先祖的功劳簿

上睡大觉。相反，他们革故鼎新、与

时俱进，始终探索自身的生存之道，

在与异质文明相处时，抱着“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的态度，不断学习，寻

求共处之道。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

内在的生存理念。中国的先民们很早

就懂得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并自

觉以自然规律来规范、安排自身的生

产与生活。而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也善于从自然规律中参悟人心精微的

奥义，格致社会运行的法则——正所

谓“道法自然”。譬如，中国人自古就

知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的道理。如果说革故鼎新、与

时俱进是文明生存的不二法门，那么交

流互鉴就是文明发展的内在需求。在历

史上，只有同其他文明保持交流互鉴、

取长补短的文明，才保持了旺盛的生命

活力；也只有那些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

取其他文明养分的民族，才得以在交流

互鉴中不断革新、不断前进。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

一贯的处世之道。《尚书·尧典》这样

评价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

邦。”尧，这位上古神话与历史中的伟

大领袖，用他的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的

文化基因，并因元典的代代相传、阐释

与再阐释而影响至今。如 《尚书》 所

论，尧之伟大，并非因为蛮横强力，乃

是因其道德高尚：尧能弘扬“大德”，

让家族和睦；在家族和睦的基础上，尧

将“大德”向外推延，故可以协调“百

姓”，即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实现部

落社会和睦；在部落社会内部和睦的基

础上，尧继续将“大德”再次向外推

延，于是协调诸侯万邦，让各个邦国都

能够彼此和谐共处。在这里，中国传统

儒家思想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内而

外的思维模式展露无遗。

尧的时代早已远去，然而，中国

古典政治理想中“亲仁善邻，协和万

邦”的思想却因其超越时空的意义依

旧独具价值、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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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当下，或者

说最终必然服务于当下。而文化本身

具有累积性和传承性，传承是文化尤

为重要的特征。这就使古典研究必然

面对当下的文化，必须回首拥抱自己

的过去，由此，如何对待文化的古今

问题产生了。

学术上如何对待古
今问题

在西方历史中，过去与现在之间

统一而连续。修昔底德认为现在是未

来的过去。罗马的编纂学受古人的道

德理念支配。中世纪推崇过去，因此

现实化过去。文艺复兴就是要复兴过

去改造现在。18 世纪的前浪漫主义、

法国大革命都对古代文化有着无比的

热情。拿破仑对有关法国历史的绘画

的倾注，路易·菲力浦修葺凡尔赛

宫，也是在尊崇过去。究其实，这种

种对过去的迷恋，都是为了现在。为

了现在的美好，从过去寻找养分。确

如 基 佐 所 道 ，“ 过 去 随 着 现 在 而 改

变”，这也就有了法国 19 世纪浪漫主

义史学之父米什莱干脆直白地对历史

以“复活”一词来解读，并且有了他

著名的“复活过去是为了现在”之

语。直到今天，西方尊重过去的传统

依旧。像他们对古建筑街区等代表过

去的保护，即可见一斑。

中国也复如是。从学术上看，两

汉的古今文之争，魏晋南北朝玄学、

汉唐义疏之学，唐新儒学、宋明理

学、明中后期的阳明心学、清代汉宋

之学与今文经学、民国的新儒学等，

都可溯源至先秦。它们研究的对象都

是古代经典。总而言之，后代学术大

体是前代学术在新时代的变体，是古

代学术在当时的再现，全是从古代找

思想源泉，可以说全在古今之间做文

章。即或不从古代找根基，或不效法

古代，但也必须面对古今问题，对古

今关系作一明确交代。

以清为例，清人去明学的浮泛，

求真求实，是从古人处寻求凭借的。

像明末清初顾炎武等归结明亡于学

术，于是奋臂疗治学术。其疗治之术

即借古刮毒。顾炎武认为学问在于经

世明道，不可流于雕虫篆刻之作。他

说的道，即古道。黄宗羲认为讲学要

以 《六经》 为根底，束书不观耽于游

谈，不可取。所以问学者必先穷经，

以经术经世，并且一定要兼读史，才

不至于迂儒。读史不多，则无以证理

的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黄宗羲 《六经》 为根说在求古，读史

也在以古为标尚。张尔岐认为当今之

士应倡导正学，但不必多所著述，要

“以笃志力行为先务”。在他们倡导

下，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

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其后像

为洋务运动服务而提出的“中体西

用”，为变法维新而兴起的今文经学，

产 生 的 《孔 子 改 制 考》《新 学 伪 经

考》，以及民国的新儒家搞的知行实

践、战国策派等等，都是在以古变

今。在他们这个时代进行的大型修书

工程——四库修书，对书籍的增删补

改也就无可厚非。当然，在这里要指

出的是，对古代虚无主义的态度，是

要摒弃的。

对于清代乾嘉学术，章太炎在

《訄书·清儒》 中说：“其成学著系统

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

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

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

以异也”。而乾嘉前沈炳震《新旧唐书

合钞》、乾嘉时赵绍祖 《新旧唐书互

证》 都是集前人之成展开比较研究。

徐宗泽言：“新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

的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

的研究，艰涩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

阅读。因此，新汉学系统学堆积起巨

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

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

哲学史原料看，它自有很高的价值存

在。”就像唐代要整饬魏晋南北朝以来

对礼法教义的混淆，对其义疏之学进

行改造，提出疏不破注，注不驳经，

其后成为经之注疏定例。看似古板狭

隘，但蕴意深远。道不变，基本的理

不更，变的只是形式，新瓶装旧酒。

千年来的注疏之学即是在这总的思想

引导下进行着表象的更迭。就如毛泽

东所言百代皆行秦政治，万变不离其

宗。清乾嘉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古今问

题表现非常突出的时期。

政治上如何处理古
今问题

从政治上看，夏商周，都存在如

何妥善处置古今的问题。尤其是周

朝，吸取商亡教训，最后以分封解决

了先王影响问题，奠定了周的800年江

山。春秋包括商鞅在内的变法，首当

其冲的也是要面对并解决新旧问题，

谁与旧的决裂彻底谁就胜利。商鞅为

此燔《诗》《书》明法令，彻底废除分

封制，消除先王的政治影响。但学术

上却无法完全抹去过去之迹，文化上

也难以彻底绝缘过去。到后来，秦朝

没有解决好古今问题，在推行郡县制

时，秦始皇遇到了来自有分封理想的

复古士人集团的阻力，于是他采取了

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

再如唐代需要重新确立谱系以提升

李姓地位，巩固皇权，走的是推陈出

新，重新编写氏族志、注释经典之路。

与前代相比，不过变了氏族排名先后，

换了几部经典，改变了阐释的方式方

法，但却收获满满。既从古代汲取了力

量，又为当下确立了合理合法性。

不同时代对同一过去有不同理

解，每个时代都要阐释过去以与当今

需要吻合。正如疏不破注，注不破经

一样，不懂古今问题，无以了解中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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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法制下，同一祖先的子孙

们是按照异居而同财的形式组织起

来的，在生产生活中，“有余则归

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到了春秋

时期，随着一家一户的家庭成为基

本的生产生活单位，特别是有些宗

族成员因服官、军功、经商而上升

为富豪后，便不再愿意与宗族共有

财产，这一巨大的离心力是宗法制

动摇的最主要内因。同时，各国为

图强争霸而实施的变法，特别是各

国相继推行的郡县制和编户齐民制

度，则从政治上彻底动摇了宗法制

的社会基础，其中，前者剥夺了贵

族世卿世禄的任官特权，统治阶层

逐渐被各诸侯国君所直接掌握，后

者则把作为被统治阶层的普通社会

成员从宗法制中解脱出来，直接受

制于各诸侯国君。以上两大因素，

决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法制逐渐

动摇和集权制不断加强的历史发展

大势。

礼坏乐崩

伴随着宗法制的动摇，建立在

宗法制之上的礼乐制度也自然随之

破坏，这被称为礼坏乐崩。礼的破

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天

子与诸侯之礼从流于形式到逐渐废

弛。比如，就在号称周礼保存最完

好的鲁国，其朝见周天子的次数也

只有 7 次，而去约见霸主晋国却有

33 次，齐国 40 次，传统的每年一

次的朝聘之礼被破坏了。二是违背

周礼，僭越而为。据周礼，祭祀所

用的乐舞于天子为八佾，大夫为四

佾，而把持鲁国的大夫季氏却也用

八佾，所以孔子愤怒地说：“八佾

舞 于 庭 ， 是 可 忍 也 ， 孰 不 可 忍

也。”三是周礼的违制变形。如，

奉王命征讨蛮夷胜利后，诸侯可向

天子报捷，而在公元前 589 年，晋

国打败齐国后也向天子献捷领赏。

各诸侯国本是兄弟甥舅关系，打败

违命诸侯后，只可告事，不可献

功。而周天子竟先以降一等之礼接

见晋国来使，后又宴请和私下奉送

礼物，这便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式微

的周天子既要保持王室尊严、依礼

而行，又畏惧诸侯大国的矛盾心

态。伴随着周礼的破坏，是整个社

会对周礼的漠视和遗忘。还以“礼

仪之邦”的鲁国为例，昭公出访楚

国时，作为随从的大夫孟僖子，不

仅在郑伯的慰劳仪式上不知如何回

礼，而且在楚国行郊外慰劳之礼时

再次不能答，在 《左传·昭公十五

年》 中，甚至有周天子都不懂礼数

的记载。

在这种历史形势下，作为宗法

制和周礼的灵魂，孝的观念也受到

巨大冲击并发生深刻变迁。本来，

在宗法制下，孝既是个道德概念，

更是个政治概念，君臣与父子同

体，家与国同体，致孝自然尽忠。

在西周后期，周天子就试图通过强

调孝来凝聚人心、团结族人和臣

下，用以挽救王权衰落的命运，表

现在后期的涉及享孝、追孝之器占

了整个西周总量的70%。

孝观念独立出来走
向成熟

在春秋时期，有关孝的记载出

现的变化是：首先，不孝的记载频

繁出现。如，卫国的贵族石共子死

后，他的儿子石恶并不悲痛；鲁昭

公在其母亲死后，不但毫无悲痛之

情，而且还照常骑马射箭、外出打

猎。而在公元前 651 年，齐桓公主

持的葵丘之会上，誓约的第一条就

是“诛不孝”。这些记载表明，违背

礼制而不行孝道的诸侯和贵族是客

观存在的，但不能由此表明当时的

人们普遍不行孝道。如果仔细分析

先秦典籍就会发现，弘扬孝道依然

是当时的主流，这些不孝之行无一

不是作为批判和斥责的对象而载入

典册的。

其次，孝不再是处理君臣上下

关系的准则，而成为专门处理血亲

宗族关系的准则。比如，在春秋时

期的36件“弑君”事变中，诸子争

立者九，权臣擅政者八，大族争权

者六，凡二十三，占了其中的大多

数。在这些权臣和大族中，其祖先

与国君的祖先多系兄弟，按照周礼

而判，这些弑君事变于国家而言为

不忠，于宗族而言为不孝，但是，

在这些弑君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

一例是从“不孝”的角度来断是

非、评对错的。更典型的事例是昭

公失国。鲁昭公二十五年 （前 517

年），昭公终于为日益坐大的三桓所

败，并在辞别祖茔后亡命齐国。之

后的鲁国并未发生动乱，反而是百

姓悦服，诸侯乐往。为什么昭公失

国，篡位者不仅未受谴责，反而为

人支持呢？7 年后的晋国大夫史墨

对赵简子所说的话道出了其中的道

理：“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

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

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

古以然。故 《诗》 曰‘高岸为谷，

深谷为陵’，三后之姓 （虞夏商的子

孙） 于今为庶，主 （赵简子） 所知

也。”史墨的这段话所透露的历史信

息是：其一，他不再相信君权神授

的观念，而认为君臣各以其德而相

立，君不保民则失国，从来即是如

此；其二，他没有站在宗法制的立

场上来分析三桓是否不孝；其三，

不仅君臣可以易位，从贵族到平

民，其社会地位的升降隆替也是不

可避免的。以上可以说明，孝不再

是规范君臣上下关系的政治和道德

准则，取而代之的是忠、信、敬等

观念，即在血缘关系上论以孝，在

政 治 和 其 他 社 会 关 系 上 论 以 忠 、

信、敬等。

孝从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则

中摆脱出来，既是郡县制下“臣未

必为子”、政治与血亲分离的必然反

映，也是孝观念走向成熟的重要标

志。孝与忠、信、敬等概念常常并

列而论，使这些概念的所指对象更

为明晰、含义逐渐固定、内涵日益

丰富，中国古代伦理和政治思想的

框架也逐渐建立起来。

再次，伴随着编户齐民而来

的，是孝的重心逐渐从“孝享”“追

孝”向生孝、善事父母转移。在

《左传》《国语》 和 《礼记》 三书

中，《左传》中的孝基本都是指的生

孝，《国语》和《礼记》中，则既有

追孝，也有生孝，但生孝是主要

的。如，颖考叔依其孝德和智慧，

使郑庄公与其母重归于好，《左传》

便以“君子曰”的形式说其“纯孝

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伴随孝的

重心向善事父母之义的转移，孝子

一词出现的次数便多了起来，到战

国时期，就成为了人所共知的流行

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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